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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深刻重塑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为构建数据要素驱动新

质生产力的理论解释框架,首先从生产力演进的宏观历史视角刻画了生产力发展阶段演化框架,系统揭示传统

生产力演进规律与结构性困境,阐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生成逻辑;在此基础上,提出数据要素具有

“元要素”属性,并构建嵌入数据要素的新型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分析数据要素工具性与生产性的二重属性,阐

释引发系统性重构的内在逻辑。 进而,构建数据要素价值流动的“双螺旋”模型,揭示显性与隐性价值链协同驱

动的价值跃迁机制,并探讨以数据智能为核心的价值创造逻辑,以期为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发

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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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factor-driven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ceptual eluci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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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as a new factor of produc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economic form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by the data factor, this study first delineates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the stages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evolutionary laws and structural dilemmas

of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generativ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data factor possesses the attribute of a “meta-factor”

and constructs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embedding the data factor. By analyz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the data

factor—instrumentality and productivity—it elucidates the internal logic that triggers systemic restructuring.

Furthermore, a “ double helix” model for the value flow of the data factor is constructed, revealing the value-leap

mechanism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value chains. It also explores the value creation logic 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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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ata intellige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factor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factor; meta-factor; production function; data intelligence; double helix

model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深

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 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发

展的测量器,更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

示器,对划分各个社会生产时代具有决定性意

义[1]。 如今,数据已成为关键性劳动资料和核心

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于经

济活动全过程。 这一洞见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

理论张力,即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资料,不仅突

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物理约束,更深刻重塑了生

产体系,催生出全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和生产关系

形态。 这一演变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决定

生产时代的理论预见,同时也超越了传统生产力

理论的线性发展观与解释框架,标志着人类社会

正迈入一个新的生产时代。
基于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深刻把握,我国在数

字经济时代的宏大叙事,集中体现为战略主线的

两个关键转向:其一,在生产要素层面,中央首次

将数据正式确立为与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并列

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推动了对传统经济学要素理

论的突破,确认了这一具有无限复制、非竞争使用

且能产生倍增效应的新型要素的合法地位;其二,
在发展模式层面,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

导向,旗帜鲜明地指向一种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由
科技创新驱动、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显著特征

的高质量发展范式。 这两大转向在顶层设计中形

成了战略协同,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和探索空间,同时也对理论认知和实

践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从要素构成变革

到生产力范式跃迁,理解新型要素究竟如何催生

出全新的生产力形态,是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自主

知识体系的重大原创性理论命题,也是将国家顶

层设计转化为具体实践动能的现实需求。
当前学界对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展开了广

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理论层面,研究主要立足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等理论基础,
致力于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宏观层面的理论定位与

框架建构。 在把握其历史方位、理论属性、概念内

涵上逐步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但因其理

论的高度抽象性,在解释数据要素究竟如何在微

观层面具体地、机制性地改写生产函数与价值创

造逻辑时,往往显得力有不逮[2 - 5]。 在实践层面,
研究多从跨学科视角聚焦数字技术应用、产业数

字化转型研究,以及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等重大议题的推动作

用,为理解生产效率提升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
但这类研究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认知局限,
过度关注技术工具层面的赋能作用,而对数据要

素的独特属性及其驱动的生产关系变革、组织形

态重构乃至经济运行逻辑深层转变缺乏充分挖

掘[6 - 9]。 此外,在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践、抽象概念

与现实应用之间存在研究断层,学术理论建构相

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10 - 11]。 因此,构建

一个能够较为全面解释数据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旨在构建一个能贯通其

宏观意涵与微观基础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首先从

生产力演进的宏观历史出发,阐释生产力发展的

阶段演化框架和基本规律,提出新质生产力崛起

的历史必然性与生成逻辑;其次,通过界定数据要

素的“元要素”属性,提出嵌入数据要素的新型生

产函数模型,从理论上揭示其对传统增长理论的

突破;再次,围绕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构建数据

价值流动的“双螺旋”模型,探寻显性与隐性价值

链协同作用的价值跃迁路径;最后,系统阐释以数

据智能为核心的价值创造逻辑,并展望未来研究

方向。
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演进与跃迁逻辑

生产力演进呈现出由渐进式量变与革命性质

变交织构成的历史螺旋。 在这一螺旋式上升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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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量扩张”与“增量重构”构成理解生产力发

展的两个核心维度:前者体现特定技术范式内生

产力的渐进式演进及其内在约束;后者体现新型

生产要素催生的范式跃迁与系统性变革。 此框架

旨在厘清传统生产力的演进规律与结构性困境,
进而揭示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崛起的历史必

然性。
(一)存量的扩张:传统生产力的演进规律与

结构性约束

阶段模型(stage model)作为管理学领域被广

泛应用的系统性分析工具,为把握研究对象的动

态演进提供了科学框架[12]。 本文通过构建生产力

发展阶段模型分析框架,从周期性特征、演进路

径、微观基础与现实困境等维度探讨传统生产力

的演进逻辑。
1. 宏观周期律动与 S 型曲线群

马克思(Marx)在《资本论》中界定了生产力的

三大核心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
理解生产力内在机理奠定理论基础,后续研究从

不同角度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13]。 宏

观层面,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论证了经济发

展的长波周期现象,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创
造性破坏”概念,将技术创新视为驱动周期的核心

引擎;量化层面,索洛(Solow)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为衡量技术进步的贡献提供了科学工具。
这些经典理论共同确立了技术创新在生产力发展

中的决定性地位,并为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等

历次产业革命所印证。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致力于将这一演进过程

模型化,其中技术 S 曲线理论与技术范式理论成

为两大核心理论支撑[14 - 15] 。 S 曲线理论描绘了

单项技术从引入、成长到成熟、衰退的完整生命

周期;技术范式理论则指出,生产力的革命性突

破源于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而范式内部的演

进遵循特定的技术轨迹。 弗里曼(Freeman)进一

步证实了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呈现典型的 “ S
型”曲线特征,与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趋势形成了

高度契合。
综合上述理论可以发现:在生产力发展过程

中,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催生新一轮生产力

增长周期,这些周期在宏观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

一系列相互嵌套、递进上升、动态演进的“S 型曲线

群”。 该过程呈现出 3 个主要特征:其一,周期性

与累积性并存———每个 S 曲线都经历从萌芽、快
速增长到成熟饱和的完整周期,但基于技术进步

的累积效应,新曲线的起点往往高于前一曲线的

起点,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模式;其二,潜在极

限性与突破性并存———每个单独的 S 曲线都存在

潜在极限,即曲线的饱和点,但通过范式转换和技

术突破,新的 S 曲线能够超越前一曲线的极限,实
现生产力的跃迁式发展,这种循环模式正是生产

力螺旋式上升的核心机制;其三,加速度递增效

应———随着科学技术体系日趋完善和知识积累指

数增长,新 S 曲线的形成周期呈现明显缩短趋势,
技术扩散速度不断加快。 当前,人工智能等新兴

技术群正在构建新一轮 S 曲线群,其发展速度和

影响深度都可能超越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
为直观地刻画此规律,本研究构建生产力发

展的阶段演进模型,并引入广义逻辑斯蒂函数对

单个增长周期进行数学描述。 具体公式为:

P( t) = K
1 + e -r( t -t0) (1)

式(1)中,P( t) 代表在特定时间点 t 的生产力

水平。 K 代表在当前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生产力

潜力极限,或称承载上限,该上限并非固定的物理

边界,而是由主导技术内在潜力、制度环境、市场

容量与资源禀赋等共同决定的动态阈值,界定了

该范式内生产力提升的可行域。 当生产力水平趋

近 K 值时,表明范式内的增量改进已接近饱和,边
际收益递减效应显著。 r 表示生产力的内生增长

率,决定了 S 型曲线的陡峭程度。 该增长率取决

于技术扩散速度、社会吸收能力、学习应用成本、
基础设施完备程度以及制度适应性等因素。 t0为
增长曲线的拐点时刻,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从初期

探索阶段跃升至网络效应与正反馈机制主导的加

速增长阶段。 在拐点处,生产力增速达到最大值,
表明新技术已突破临界质量,开始产生广泛的经

济社会效应并进入主流应用轨道。 此后,随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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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潜力的逐步释放,增长速度将趋于平缓,最终收

敛于潜力极限 K。
基于此模型框架,生产力发展进程可以系统

地划分为 5 个关键发展阶段:农业化、机械化、电气

化、信息化和数智化(见图 1) [16 - 17]。 每一阶段均

呈现出独特的技术范式特征、生产组织形态和效

率提升路径等,系统性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历

史演进轨迹与深层运行机制(见表 1) [18]。

图 1　 生产力发展阶段演进的 S 型曲线群模型

表 1　 生产力发展五阶段演化特征对比
发展阶段 主导要素 技术特征 组织模式 效率机制 典型表现

农业化 土地、人力、畜力 手工工具、经验技艺 家庭作坊式 经验积累、代际传承 自然依赖、低效率、分散化生产

机械化 物质资本、劳动力 机械化、蒸汽动力 工厂制生产 规模效应、专业分工 机械替代、效率提升、集中化生产

电气化 技术资本、能源 电气化、标准化 流水线生产 规模经济、科学管理 规模化、标准化、流程优化

信息化 信息、知识 数字化、网络化 柔性生产 网络协同、知识共享 数字转型、敏捷响应、协同创新

数智化 数据 智能化、融合化 智能生态 智能协同、创新驱动 智能决策、跨界融合、价值共创

2. 技术—经济范式驱动下的增长与边界

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生产力的存量扩张主要

围绕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展开[15]。 每个范式

不仅包含关键技术群(如蒸汽机、电力),更囊括与

之匹配的生产组织、管理思想和基础设施。 在范式

内部,生产力通过技术改良、工艺优化和规模经济实

现持续的渐进式扩张,直至其技术潜力趋于饱和,呈
现 S 型曲线的生命周期特征。 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

性飞跃均源于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但任何范式

都有其潜在极限,为其划定了难以逾越的边界。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力的进步跃迁是一个多

维度交织的复杂过程,其跃迁不意味着生产力发

展曲线在拐点处的不连续性。 换言之,尽管在特

定条件下个体生产力会因为革命性技术的出现

(如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经历突变式飞跃,但从

微观到宏观层面的整体提升(如工艺流程改进、设
备更新迭代、管理方法创新)仍呈现出时序连续

性。 正如“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所强调,看似突

变的技术革命实际上是植根于渐进式创新的持续

积累,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统一。 具体而言,
每当突破性技术出现后,生产力发展需要通过微

观改善的持续积累才能进入加速期,这种加速发

展得益于技术扩散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协同作

用。 随着技术潜力的逐步释放,生产力提升将重

回平缓轨道,开启新一轮渐进式积累阶段,这一动

态演化过程体现了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内

在规律。
3. 路径依赖下的量质转换与锁定效应

范式的边界之所以难以逾越,其内在机制主

要源于路径依赖效应[19]。 一旦某个 “技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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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范式确立主导地位,巨大的存量资本、成熟的

供应链、特定的技能结构乃至法律规制都会围绕

这一范式进行配置。 这种累积性的投入与协同效

应使得沿着既有路径继续发展的边际成本远低于

开辟新路径的转换成本。 其结果是,整个系统被

锁定在既有的轨道上,即便出现了更优越的潜在

技术选项,既得利益格局和系统惯性也会阻碍其

扩散和应用。 这种锁定效应在范式发展的早期

是效率的来源,但在其后期则演变为 “创新囚

笼”。 当范式的内在潜力趋于饱和,而路径依赖

又阻碍了范式转换时,生产力的增长停滞乃至衰

退便成为必然,最终以系统性的结构约束形态爆

发出来。
4. 传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约束

传统生产力范式在其演化后期,不可避免地

陷入一种结构性困境。 该困境由三重相互交织的

约束所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其进一步发展

的可能性[20]。 其一,是来自经济系统内部的“规
律性约束”。 随着技术潜力的饱和,边际收益递减

规律开始主导增长过程,单纯的要素规模扩张不

再能有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其二,是来

自物理世界的“承载力上限”。 传统生产力对自然

资本的高强度消耗,使其增长边界与地球生态承

载力发生刚性碰撞,发展的可持续性根基遭到侵

蚀 。 其三,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系统演化历

史的“内卷化锁定”。 既有的技术—经济范式通过

制度、资本与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构筑起强大的

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这种效应将系统封闭在成

熟但僵化的旧轨道内,压制了实现范式跃迁所需

的“创造性破坏”。 此三重约束并非简单并列,而
是形成了一个从内到外、从规律到实体的系统性

闭环,较好地解释了传统增长动能衰竭的历史趋

势,预示着以传统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范式已

接近效力边界。
(二)增量的重构:数据驱动下新质生产力的

生成逻辑

数据要素的发展为破解传统增长范式的结构

性困境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与关键突破口。 其革命

性并非对既有范式的改良,而是一种在本体层面

展开的增量重构。 从“数据要素”所代表的要素变

革,到“数据智能”所代表的科技驱动,再到最终系

统性“数智跃迁”过程中所实现的价值涌现,这一

生成路径构成了解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逻辑,如
图 2 所示。

图 2　 数据驱动下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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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数据要素:作为新范式本体基础的“关系实在”
从生产要素本体层面审视,新质生产力的逻

辑起点奠基于生产要素本体属性的重要变化,即
数据要素在本体上表现为一种“关系实在” (即其

存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关系和互动中,而非作为

独立的实体),这与土地、资本等具有物理实体性

的传统要素存在本质差异[21]。 关系实在的理论内

涵表现为:数据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孤立地存在于

单一数据点之中,而是生成于数据间以及数据与

特定情境之间复杂的、动态的关联结构与信息网

络之中。 换言之,数据的价值本质是一个动态的

“关系网络”而非静态的“信息载体”,其核心价值

根植于对客观世界状态、过程与关联进行数字化

表征与语义建构的独特功能。
数据要素的本体特征对传统要素理论的基本

假设构成了结构性挑战。 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使用过程的非竞争性特征———数据价值不因

重复使用而递减,反而通过多源融合与深度挖掘

实现增值;二是供给结构的非稀缺性特征———数

据的边际获取与复制成本趋近于零,具备巨大的

供给弹性与扩展潜力。 基于上述本体特征,数据

要素的引入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生产函数本体基础

的系统性重构。 其重构机制主要体现在:通过智

能化的关联挖掘、资源配置与预测分析,有助于降

低生产体系的内在不确定性与信息熵值,从而在

理论层面为生产力突破传统要素约束、实现非线

性增长提供了逻辑前提与可能空间。 这种本体层

面的变革不仅重新定义了生产要素的基本属性与

作用机制,更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

基础。
2. 数据智能:作为新范式核心驱动机制的“认

知革命”
从生产力理论的演进逻辑审视,若将数据要

素视为重塑现代生产方式的本体基础,那么数据

智能则构成了激活其内在效能的关键动力机制。
在信息论与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下,数据智能可

定义为海量数据资源、先进算法模型与高性能算

力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集成,其核心在于推动生产

领域发生深层次的认知范式革命,表现为生产工

具智能化水平的质变跃升,即从传统的程序化指

令执行系统,演进为具备自主学习、逻辑推理与创

新能力的智能化决策主体。 这种跃升不仅重构了

人机交互的基本模式,更为生产过程的全局优化

与动态调控提供了理论可能与技术支撑。
数据智能的兴起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动力机制

的结构性转换:从工业文明以物质资料变换与能

量转换为核心的“物理驱动范式”,转向数字文明

以信息处理与知识生产为核心的 “智能驱动范

式”。 这种范式转换的经济学意涵在于:它通过智

能化的要素配置与协同优化,有效突破了传统生

产函数中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经典约束,为生产

力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与非线性增长开辟了全新的

理论空间与实践路径。 正是基于数据智能这一核

心驱动机制的作用,数据要素作为一种元要素属

性得以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效能,重塑了生产

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与协同模式,推动生产体系向

智能化、网络化、生态化方向深度演进,为新质生

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与动力源泉。
3. 数智跃迁:生产体系价值涌现的“系统相

变”
从价值创造视角看,数智跃迁作为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核心表征,本质上是整体生产系统的一

次深层次相变过程。 从系统论与复杂性科学的理

论视角分析,这一跃迁过程体现为生产力系统从

传统工业范式的稳定均衡态向数字智能范式的高

阶均衡态的非线性转换。 这一系统性相变在实践

层面表现为 3 个维度:首先是技术范式的跃迁,即
从工具层面的数字化与网络化应用,升级为以机

器学习、人机协同为核心特征的深度智能化体系;
其次是组织范式的跃迁,即从传统科层制的刚性

结构,演进为敏捷响应、开放协作的生态化网络组

织;最后是价值范式的跃迁,即从基于线性因果关

系的单向价值链传递模式,转向多主体参与、价值

共创共享的网络化涌现机制。
从经济学理论层面审视,数智跃迁的深层意

义在于突破了传统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与约束条

件。 过去以明确边界与预设路径为特征的价值创

造模式,正被一种以开放协同与动态涌现为内核

712

新视野与新动态　 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阐释与实现路径



的新型价值生成机制所替代。 在这一新机制中,
价值不再是既定的、可预测的线性产出,而是在多

元化生产主体的复杂互动中持续涌现的动态结

果。 据此,数智跃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效率改进

或技术升级,而是生产力组织方式与价值创造规

律的结构性变革,标志着一个能够实现规模报酬

递增、突破要素边际约束的新型经济形态的历史

性诞生。
二、 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涵阐释

新质生产力质变跃迁的理论内核,在于生产

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与融合性重构。 这一变革突破

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刚性边界,推动劳动力、资本、
土地、技术等要素实现深度融合与协同优化,形成

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新型要素

组合模式。 数据,作为驱动这一变化的逻辑起点,
成为现代生产体系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生产要

素,不仅具有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独特属性,也
变革原有生产函数框架和价值创造的基本路径。

(一)数据要素作为“元要素”的理论阐释

数据要素被正式确立为生产要素,体现了数

字经济时代要素理论的重要突破。 然而,若仅将

数据要素视为与传统要素并列的新增投入,尚不

足以充分揭示其对现代生产方式的革命性重构效

应,传统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也难以有效解释数

据驱动下的指数级增长与产业系统性变革现

象[22]。 面向要素理论的创新发展需要,本文提出

数据要素具有“元要素”(meta-factor)属性,认为其

已超越新增要素的基本定位,发展为一种具备基

础性、全局性与倍增性赋能功能的高阶生产要素。
“元要素”的理论内涵在于其独特的作用机

制:数据要素并非简单地作为独立投入要素直接

参与生产过程,而是通过系统性渗透、深度融合的

方式,全面优化其他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

等)的内在效率与协同配置,从而实现对生产函数

结构与效率边界的重塑。 为明确这一作用机制的

独特性, 有必要将其与通用目的技术 (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 进行理论比较[23]:GPT
主要在工具层面发挥作用,如电力技术使工厂机

器普遍运转,但并不改变生产要素间的基本协作

关系;而数据要素作为元要素,不仅能够优化单一

要素的运行效率,还能重构要素间的关联关系与

协同流程,实现对生产组织底层逻辑的系统性变

革,体现了更高维度的生产力赋能特征。
数据要素之所以具备“元要素”属性,源于其

独特的本体特征与经济学属性,主要体现在 3 个方

面(见表 2) [24]。 从存在形态看,数据要素表现出

非实体性、依赖性与动态性特征,能够依附于多种

载体实现跨时空流动复制,价值随时效性与应用

场景动态调整,从而突破传统实体要素的物理空

间约束;从价值属性看,数据要素具备生成性、非
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在使用过程中“用之不

竭、用而增值”,可被多主体、多场景复用而不产生

损耗,在一定条件下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

束,奠定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微观基础;从作用方式

看,数据要素表现出关系性与场景依赖性特征,其
价值生成根植于数据间的复杂关联结构,必须在

特定应用场景中才能被激活,从而促进生产要素

的深度协同与优化组合,驱动精准决策与模式

创新。
表 2　 数据作为“元要素”的核心特征解析

维度 核心特征 具体表现 对生产力的影响

存在形态
非实体性、依
赖性、动态性

依附于载体,可
流动复制;价值
随时效和场景
变化

突破物理空间限
制,实现要 素 跨
时空、 跨主 体 的
高效配置

价值属性
生成性、非竞
争 性、 非 排
他性

使用不损耗,多
源融合可增值;
可被多主体复用

打破边际收益递
减规律,为规模报
酬递增提供可能

作用方式
关系性、场景
依赖性

价值产生于数
据间的关联;在
特定场景中被
激活

促进要素协同与
优化组合, 驱 动
精准决策和模式
创新

基于上述本体特征,数据要素展现出一种系

统性的双重赋能能力:一方面,通过深度嵌入生产

流程,突破传统经验决策的认知局限,实现对存量

要素的智能化激活与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另一

方面,作为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的核心输入要素,
系统性地催化新技术涌现与商业模式变革。 正是

这种“对内优化存量、对外催生增量”的双重作用

机制,构成了数据要素“元要素”属性的价值源点

与逻辑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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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嵌入数据要素的新型生产函数

长期以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 = A·
Lα·Kβ)为理解生产要素与产出关系提供了基础

框架。 然而,在诠释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

素时,这一经典模型也面临着一些新的理论挑战。
例如,该模型建立在要素稀缺性与竞争性使用的

核心假设之上,这与数据“用之不竭、用而增值”的
非竞争性特征不尽相符。 同时,全要素生产率

(TFP)被视为一个外生的技术变量,较难内生地刻

画数据通过优化决策和知识创造来驱动效率提升

的内在机制。 此外,该模型隐含的边际收益递减

规律也与数字经济中观察到的、由网络效应驱动

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存在差异。
有鉴于此,为了充分捕捉数据要素的独特影

响,研究在传统生产函数基础上,尝试构建嵌入数

据要素的增强型生产函数[25]。 首先设定一个通用

分析框架:
Y = A(T,D)·F[K(D),L(D)] (2)

为更精确地刻画数据要素在生产活动中的多

重作用机制,对其各部分进行具体化设定:全要素

生产率 A(T,D) 具体设定为 T·Dγ,体现技术与数

据的协同;要素增强函数 K(D) 与 L(D) 采用指数

形式 K·eδKD 与 L·eδLD, 刻画数据对要素质量的持

续赋能。 将上述设定整合并假设基础生产函数 F
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得到一个更为精进的生

产函数。 该函数为全要素生产率(A)与数据增强

后的传统要素(F)的结合。
Y = (T·Dγ)·(K·eδKD) α·(L·eδLD) β (3)
式(3)中,Y 代表总产出;K 与 L 为传统资本

与劳动力投入;T 为基础技术水平; D 则为数据要

素的效能存量。 在参数方面, α与 β 沿用了传统的

产出弹性设定,分别衡量资本与劳动力数量变化

对产出的影响。 模型引入了三组新参数: γ作为数

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衡量数据在系统层面

优化整体效率 A 的能力; δK 与 δL 则分别是资本与

劳动的数据增强系数,衡量数据在微观层面提升

要素 K 和 L 质量的效率。 这一设定共同阐释了数

据要素的双重作用:既能内生性地提升传统要素

质量,又能提升整体运行效率。
该函数模型揭示了数据要素价值通过三重内

在机制发挥作用。 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
由 T·Dγ 项所体现,其核心在于数据作为一种不依

附于特定生产要素的系统性赋能,通过优化市场

资源配置、改善产业协同流程、促进社会知识外溢

等方式,系统性地提升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整体运

行效率。 参数 γ 衡量这种宏观效率对数据存量的

敏感程度。 二是资本内生质变机制,由 (K·eδKD) α

项所体现,其核心在于数据对物质资本的内生性改

造,通过深度融合赋予每一单位物理资本更高的生

产效率,从而形成质量跃迁后的等效资本存量。 原

有的资本存量 K 被一个倍数 eδKD 所增强。 这个倍数

意味着,因为数据(D)的注入(如为机床装上传感器

和优化算法),每一单位物理资本的内在生产效率

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等

效资本存量。 参数 δK 则衡量了资本吸收数据并转

化为自身效率的增强系数。 三是劳动者效能增强

机制,由 (L·eδLD) β 项所体现。 其反映了数据对劳

动者能力的内生性提升。 与资本类似,原有的劳

动力投入 L 也被一个倍数 eδLD 所增强。 这个倍数

意味着,因为数据工具的应用和数据素养的提升,
每一单位劳动力的有效产出能力得到了增强,形
成了更高效的等效劳动力。 参数 δL 则衡量了劳动

者利用数据提升自身能力的增强系数。
该模型在函数形式与参数内涵上均有特定考

量。 其一,模型采用指数形式(如 eδLD) 旨在刻画数

据要素独特的复利效应。 与传统要素的线性投入

不同,数据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反馈循环,能对资本

和劳动产生非线性的、加速的倍增效应,从而突破

了前文所述传统增长范式的 K 值。 其二,关键参

数(γ, δK, δL) 并非静态的技术常数,而应被理解

为动态的效率转换系数。 其数值大小与组织的数

据吸收能力、业务流程融合深度乃至宏观制度环

境紧密相关。 例如,劳动增强系数 ( δL) 的实现程

度不仅取决于数据工具的先进性,更依赖于组织

的数字素养与学习能力;而系统效率弹性(γ)的发

挥则需要以一个完善的数据要素市场与明晰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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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则为前提。
诚然,任何理论模型都是对复杂现实的抽象。

本模型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能够系统反映数据要

素对生产体系影响的分析框架,其在理论深度与

精确计量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模型将数

据(D)的效能存量视为同质化输入,而现实中其价

值释放高度依赖其异质性特征(如结构、密度、时
效性)与治理水平。 其次,模型的有效性以一个支

持性的制度环境为前提,数据产权界定、流通规

则、安全治理等制度安排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

底层保障,制度的缺失将构成核心制约。 此外,传
统计量测度方法(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无法

准确识别和估计数据要素的真实生产效应,而现

有数据要素缺乏标准化测度指标[26]。 因此,嵌入

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的进一步完善和验证,有待

构建更为精细的数据要素测度体系,发展能够反

映复杂交互效应和内生性的新型计量方法以及完

善的企业数据资产披露制度和统计框架,以推进

本理论框架优化和实证检验。
(三)数据要素:基于二重属性的理论阐释

数据要素之所以能系统性地重塑现代生产体

系,源于其兼具工具性与生产性的二重属性,一方

面渗透并优化所有生产环节,另一方面作为可被

加工并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成为价值分配

的直接来源。
数据的工具性,集中体现于其作为认识与改

造世界的基础性中介与使能载体。 该属性的价值

生成遵循一个由浅入深的逻辑层次。 第一,是映

射功能,即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双向映射

与联动。 数据通过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将
物理世界的实体、过程与关系转化为可计算、可分

析的数字化表征。 同时,数字世界的分析与决策

结果也能精准地传导至物理世界,形成 “感知—决

策—执行”的闭环。 第二,是认知功能,即驱动人

类认知能力与机器智能的协同升级。 建立在映射

基础上的海量数据为高性能计算与复杂算法提供

了探索空间,催生了以人机协同为特征的新型研

究与决策范式,使得从复杂系统中发现隐藏模式、
预测未来趋势成为可能,实现了对人类传统认知

边界的极大拓展。 第三,是赋能功能,即物化为支

撑整个社会生产系统运行的新型基础设施。 当映

射与认知能力泛在化、标准化之后,数据及其处理

能力便构成了类似于工业时代电网的社会级基础

资源。 新型基础设施将为全社会的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持,成为驱动行业创新与效率

提升的关键公共品。
数据的生产性属性是指其作为能够直接或间

接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的核心生产要素[25]。 其生

产性价值的释放主要遵循两条关键路径。 其一,
是作为独立要素的直接价值创造,即经过治理与

封装的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能够作为一种新型

的无形资产进入市场交易,这不仅使其蕴含的信

息与知识价值得以显性化,更为数据要素全面参

与社会化再生产与价值分配奠定了基础。 其二,是
更具根本性的,是其作为催化要素的间接价值创造。
此路径充分体现了数据“元要素”的特质,即通过与

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激发出超越

各要素线性加总的倍增效应与协同效应。 例如,数
据智能系统赋予劳动者以人机共智的创造能力;精
准的数据分析引导资本实现更精准的资源配置;海
量高质量数据则成为驱动技术创新加速迭代的核心

资源。 在此过程中,数据不再仅仅是投入,而是重塑

其他要素效能的增效引擎。
综上,数据的工具性与生产性并非孤立的二

元属性,而是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共

生关系。 工具性通过构建数字化的连接与认知体

系,为生产性价值的创造提供了基础架构与可能

性空间;而生产性价值的实现需求则通过市场机

制,对工具性基础设施的演进方向与效率水平持

续提出更高要求。 这一内在的、螺旋上升的动力

机制的影响力贯穿社会经济的多个层次:在微观

层面,其解构并重塑了企业传统的效率边界与决

策逻辑;在中观层面,其超越了线性产业链的局

限,催生出网络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在宏观层面,
其引发了经济增长动能从传统要素投入向数据驱

动创新的转换。
三、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实现

数据要素的颠覆性潜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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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破解其价值实现的复杂路径。 数据的内在价

值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效益,需要经由特定的

转化机制与驱动机制,才能真正作用于经济社会。
为回应这一问题,研究从价值生成和实现路径两

个层面展开探讨。
(一)数据价值的生成逻辑:基于双螺旋模型

的阐释

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直接投入或线性组合不同,
数据要素的价值生成高度依赖于技术条件、应用场

景与智能化手段的协同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

特征。 为解构这一过程,研究调研分析了全球领先

数据驱动型企业(包括互联网平台、数据服务商和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将数据要素价值流动

与转化封装为双螺旋模型(见图 3) [27 -28]。 该模型

呈现价值实现双重路径的并行推进:显性路径通过

数据治理、资产化等手段实现要素的标准化配置与

市场化流通,隐性路径依托算法智能、场景融合等机

制释放要素的倍增效应与协同价值。

图 3　 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显性与隐性价值链的双螺旋模型

　 　 显性价值链,遵循一条从原始数据到可交易

资本的价值形态升级逻辑,其主线在于通过标准

化治理、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与市场化配置,将原

始、无序的数据转化为可度量、可交易、可增值的

规范化经济形态体现为“原始数据→数据资源→
数据资产→数据资本”的转化路径。 首先,从原始

数据到数据资源,其核心是治理与提纯,即通过清

洗、脱敏、标注与标准化等数据治理手段,将混杂、
多源的原始记录,转化为具备高质量、可用性与可

管理性的结构化数据资源;其次,从数据资源到数

据资产,其核心是确权与评估,即通过明晰数据产

权(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并借助科学的评

估模型赋予其公允的经济价值,实现“入账入表”,
使其成为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上可确认、可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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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形资产;最后,从数据资产到数据资本,其核

心是流通与金融化,即通过数据交易所、数据信托

等市场化机制进行高效流通、交易乃至证券化,从
而具备资本的流动性与增值属性,能够作为一种

独立的资本形态深度参与社会化再生产[29]。 总体

上,显性价值链将数据这一非结构化、非实体的

“软要素”,逐步封装为与现有经济体系兼容的、标
准化的“硬通货”,为数据要素的规模化配置与价

值交换奠定了基础。
隐性价值链主要在于数据在动态的融合与应

用中所释放的、非线性的增益价值,最大化数据在

生产过程中的赋能效率,即提升前文生产函数中

(γ, δK, δL) 3 个参数的值。 此链条并非一个固定

的流程,而是一个价值涌现的场域,其内在的价值

创造机理可被解构为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30]。 其

一,是融合过程中的交互价值。 数据价值的起点

源于对数据孤岛的破除,即当多源、异构的数据被

整合时,其相互关联与补充会产生超越单一数据

集信息总和的全新洞察。 例如,将用户的社交数

据与消费数据融合,能够构建出远比单源数据更

精准、更动态的个性化服务。 其二,是特定场景下

的情境价值。 数据本身是惰性的,其潜在价值必

须在特定的业务问题或社会需求场景中才能被激

活。 同一份交通流量数据,在用于城市拥堵治理、
优化物流配送或辅助自动驾驶时,其被激活的价

值维度与大小截然不同。 其三,是深度分析所催

生的衍生价值。 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智能算法

的介入,数据不仅被使用,更被再创造。 算法能够

从数据中挖掘出人类经验难以触及的深层模式、
因果关联乃至预测性规律,从而衍生出全新的知

识、产品或服务。 其四,是在生态系统中放大的溢

出价值。 当数据驱动的洞察与服务被嵌入平台或

产业生态系统时,其价值会通过网络效应得到指

数级放大。 用户的每一次交互不仅消费了价值,
更创造了新的数据,进一步优化了系统水平,从而

惠及生态中的所有参与者。 这种正反馈循环所产

生的价值溢出是平台经济实现指数级增长的重要

原因。

双螺旋模型的优势在于揭示了两条价值链之

间的动态交互与价值跃迁机制。 一方面,隐性价

值链中涌现的创新应用与潜在需求会反向驱动显

性价值链的成熟(如一个成功的 AI 应用场景会催

生相关训练数据集的资产化进程)。 另一方面,显
性价值链的完善(如数据交易市场的规范)则为隐

性价值的深度挖掘与规模化创造提供了基础设施

与激励机制。
(二)数据智能:驱动价值创造的核心引擎

1. 潜在价值的激活:从“关系实在”到“智能

涌现”
如前文所述,数据作为一种“关系实在”,其

核心价值并非蕴含于孤立的数据点,而是潜藏于

数据之间复杂、动态的相互联系之中。 然而,这
种潜在价值本身是惰性的,无法自发地作用于生

产过程并转化为生产力。 因此,数据智能,特别

是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

术,在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激活器”角

色。 这也揭示了数据要素发挥元要素价值的核

心前提:其赋能作用并非天然和无条件的,而是

高度依赖于一个由高质量的数据供给(燃料)、先
进的算力基础设施(引擎)以及成熟的算法模型

(驾驶系统)所构成的完整技术生态。 正是这三

者的有机结合,使得数据智能能够对海量、高维

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洞察人类经验难以触

及的深层模式、因果关联与预测性规律,最终实

现从静态的“关系实在”到动态的“智能涌现”的

质变[31] 。 这种由算法驱动的智能涌现将数据沉

睡的潜在价值唤醒,并转化为能够指导决策、优
化流程、创造新服务的显性能力,为价值的衍生

与溢出提供了源动力。
2. 数据智能的作用场域:以场景驱动实现价

值落地

数据智能的经济价值并非先验存在,而是具

有深刻的场景依赖性,即其潜能只有在与特定的

社会经济活动结合时才能被激活和释放[32]。 在

此,“场景”构成了数据、算法、算力与领域知识实

现有机融合的核心载体,为抽象的智能技术提供

了具体的问题域,不仅界定了需要优化的目标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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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约束条件,更提供了持续产生反馈数据以驱

动模型迭代的闭环机制。 由此,价值创造的范式

正发生转变:从“有什么数据”的技术本位思维,转
向“要解决什么问题”的需求本位思维,通过定义

清晰的场景,牵引数据智能的落地应用,确保其价

值创造的过程是可度量、可优化、可持续的。 无论

是赋能药物发现的蛋白质折叠预测,还是重塑金

融风控的信用模型,其价值释放的起点均是对特

定场景的深度解构与数字化重塑。 可以说,场景

不仅是数据智能价值变现的“最后一公里”,更是

定义未来产业竞争格局的核心场域。
3. 价值创造的主体变革:人机共智的协同

范式

数据智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价值,
是其为社会生产活动中价值创造主体变化带来的

无限可能,并挑战了“以人为唯一认知主体”的底

层假设。 过去的生产力工具,无论机械还是软件,
本质上都是人类能力的延伸或增强,人始终是生

产过程中唯一的决策与认知中心。 然而,数据智

能使机器从被动的执行工具跃升为主动的认知伙

伴[33]。 这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人机认知分工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机器智能凭借其处理高维复杂性、
识别统计规律和执行最优化计算的优势,承担了

大规模的概率推理与模式发现工作。 而人类则从

繁重的重复性认知任务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价

值判断、伦理权衡、创造性构想以及在不确定性环

境下的战略决策。 二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层级支

配关系,而是共生演化的智能体系。 这种由人机

深度耦合所涌现出的混合智能形态,其能力远超

任何单一主体的线性叠加,是实现颠覆性创新和

驱动生产力指数级增长的微观基础。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围绕数据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

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从理论内涵阐释与价值实

现机制两个层面展开了系统探讨。 首先构建了

“存量扩张”与“增量重构”的生产力演进分析框

架,通过 S 型曲线群理论系统揭示了生产力发展

的历史演进规律,分析了传统生产力范式面临结

构性困境,剖析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与生成逻辑;其次,提出了数据要素的“元要素”概
念,并构建了嵌入数据要素的增强型生产函数,从
生产性和工具性揭示了其重塑生产体系的独特价

值;最后,提出了数据价值流动的双螺旋模型,揭
示了显性与隐性价值链的协同作用规律,从价值

激活、场景驱动、主体变革 3 个方面阐释了以数据

智能为引擎的价值创造逻辑。
本文系统构建了数据要素与新质生产力理论

分析框架,深化了对二者内在关联的理解,但研究

尚处初期,仍存在一定局限。 受限于数据要素发

展的初期阶段,且存在数据要素测度计量的方法

约束,研究构建的嵌入数据要素生产函数模型尚

停留在理论框架层面,其关键参数有待大规模实

证数据的严格验证与动态优化,模型的解释力与

预测效度需进一步检验;双螺旋模型在不同产业

情境下显性与隐性价值链的具体互动模式、场景

驱动价值跃迁的微观机制等,均需结合丰富案例

进行深度解析。 此外,从元要素到新质生产力的

历史性转化必然伴随深刻的制度变革与治理创

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复杂数据产权结构

设计,数据要素异质性影响等,均是关乎新质生产

力健康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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